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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工业机器人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

心技术之一，在推动中国经济智能转型升级的同时，

会对要素收入分配造成一定冲击。根据国际机器人

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IFR)的数

据，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自 2006年一直处于世界

前五位，2013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位。值得注

意的是，应用工业机器人往往需要大量的先期投入，

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才能承担，而这些企

业往往是行业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超级明星企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虽然提升了生

产率，但也分化了企业规模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可能

会导致少数超级明星企业的市场势力快速增强，由

此带来的“超级明星效应”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不

利影响(Autor et al.，2020)。基于此，本文从超级明星

企业视角出发，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影响及其机制，旨在为中国实现更加合理

的收入分配提供微观经验与应对之策。

已有文献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因素。宏观层面，部分学者认为资本价格、产业结

构变迁、国民经济波动以及全球分工是影响劳动收

入份额变动的重要原因 (刘亚琳等，2022)。微观层

面，国内外学者不仅关注了资本深化、劳动保护制

度、税收负担等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Smith et
al.，2022；汪昊，2023；钱雪松和石鑫，2024)，还重点探

讨了不完全竞争市场背景下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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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出少数超级明星企业对行业大部分市场份额

的控制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一结论得

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支持。例如，白重恩等(2008)基于

1998-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由市场集中所

带来的垄断程度的加强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随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采用 1995-2003年工业

部门数据得出，市场垄断程度能够解释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的 30%。文雁兵和陆雪琴 (2018)、肖土盛等

(2023)也得到了类似结论。由此可见，少数超级明星

企业的市场势力上升会加剧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扩

大，产生“超级明星效应”(Autor et al.，2020)。
鉴于少数超级明星企业造成的垄断程度加剧会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导致要

素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恶化，学者们分别从外生

的环境因素和内生的技术因素着手，重点讨论了“超

级明星效应”的形成原因。

外部环境方面，由于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发

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部分学者着重从政府补贴等

国家干预行为出发加以考察。Blanchard et al.(1997)
认为，政府行政管制是垄断形成的重要原因，行政垄

断的加剧恶化了收入分配差距；贾俊雪和孙传辉

(2019)认为，行政垄断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

因之一，并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营造良好的竞争环

境、消除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并

重的必要条件。简泽等(2016)基于 1998-2007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发现，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会产

生垄断租金，且大部分会转化为企业利润，导致劳动

收入份额偏低，其中，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主要由

行政垄断所致，以政府补贴为主要形式的国家干预

对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向性是问题

的主因(王永进等，2017)。
技术因素方面，虽然有研究发现资本深化仅能

解释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 9%左右(白重恩和钱震

杰，2009)，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并非主因，但是近年

来随着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现有文献

开始关注技术导致的垄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强调技术在原有和新兴超级明星企业产生与持续过

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例如，陈东和秦子洋(2022)发
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具有垄断租金效应，有助于企业

获得超额利润。Autor et al.(2020)采用美国行业数据

发现，技术创新能力越高的行业，其市场集中度上升

越快，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越大。究其原因，新技

术应用的成本下降，并在超级明星企业应用中产生

规模经济，有助于发挥“超级明星效应”，降低劳动收

入份额。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研究主

要从政府干预角度出发，考察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引

起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但缺乏从技术因素角

度的相关研究。国外研究以 Autor et al.(2020)为代

表，虽然开始从技术因素角度出发，探讨美国等西方

国家出现由行业市场份额集中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的原因，但是并未聚焦工业机器人等前沿技术。

与以往的技术进步不同，工业机器人技术从根本上

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已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必将导致市场结构发

生更加激烈的变化，引起要素收入分配的重大变动。

不同于现有文献，本文基于中国微观企业视角，

考察工业机器人技术是否会导致行业市场份额集中

于少数超级明星企业，带来“超级明星效应”，从而造

成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并挖掘引起这一

结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同时，针对工业机器人应

用可能引发的“超级明星效应”及其对要素收入分配

造成的冲击，有必要提前完善应对措施。以《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简称《反垄断法》)为代表的法律

政策，虽被证实能够有效应对不公平竞争导致的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问题(肖土盛等，2023)，但是在国家

大力支持企业智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反垄断法》

能否有效应对工业机器人应用所带来的“超级明星

效应”，现有文献尚未加以探讨。因此，本文基于

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超级明星企业视

角出发，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

响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整体表现为“利好”；但是，基于超级明

星企业视角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

也会引发“超级明星效应”，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趋势增强的“隐忧”逐渐显化。对“隐忧”形成的背后

逻辑分析发现，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竞

争效应”是主因，而“示范效应”是日益凸显的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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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构造《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

实验发现，当前《反垄断法》尚不能有效缓解工业机

器人应用带来的“隐忧”。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创新在于：①与

已有文献重点讨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收入份额

的影响及其常规作用机制不同，本文选择从超级明

星企业这一视角出发，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究竟是整体“利好”，还是同时

隐含着“超级明星效应”形成的“隐忧”，是深度探讨

新技术快速发展如何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有益尝

试；②揭示“隐忧”形成的深层次逻辑，厘清工业机器

人应用带来的“超级明星效应”主要源于“竞争效应”

还是“示范效应”，有助于政府从源头上应对“隐忧”

可能导致的要素收入分配差距问题；③以《反垄断

法》为例，从“公平”和“效率”角度对政府应对措施的

损益进行量化评估，并考察其是否适用于由工业机

器人技术引致的市场势力扩张问题，为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政策提供经验支撑；④借鉴Melitz and Otta⁃
viano(2008)、吕越等(2023)，引入工业机器人技术，系

统推演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否会促进“超级明星效应”

形成并最终加剧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作用机制，丰富

了新技术变革与“超级明星效应”之间的理论研究。

二、理论模型

应用前沿技术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

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在Melitz and Ottaviano
(2008)、吕越等(2023)模型的启发下构建理论框架，旨

在解释工业机器人应用推动“超级明星效应”形成并

最终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内在机理。

1.基本设定

生产要素投入方面①，Melitz and Ottaviano(2008)
假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仅使用一般劳动要素。然

而，在“机器换人”现象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工业机器

人甚至被视为工业 4.0时代一种新兴的劳动力形态，

是独立于人且可与人并肩协作的重要一极。因此，不

能忽视工业机器人这一“智能要素”在生产中的投入，

否则会削弱模型的可信性。已有研究发现，工业机

器人的普及应用是造成就业岗位较快减少的重要因

素，这表明在某些生产领域工业企业的工业机器人

使用成本小于一般劳动要素(Acemoglu et al.，2020；

吕越等，2023)，即在工业机器人可替代的生产任务

范围内，增加工业机器人要素的投入更能降低生产

边际成本。基于此，本文参考吕越等(2023)，将工业

机器人要素的投入成本以工资单位度量，假设一般

劳动力的工资和工业机器人的工资(使用成本)分别

为Wla和Wai。进一步简化分析，本文参考Melitz and
Ottaviano(2008)，将工业机器人要素的使用成本Wai
标准化为 1，Wla≥Wai=1，此时投入的要素总量为 li=lla+
lai，其中，lla和 lai分别为一般劳动要素总量和工业机

器人要素总量。

在不考虑投入工业机器人要素时，假设企业仅

投入一般劳动要素。在产品生产方面，假定同质化

产品和差异化产品分别具有不变的生产规模和递增

的生产规模，生产边际成本为 ci(Wla，tfpi)=Wla/tfpi。tfpi
为企业 i的生产率，且满足上界为 tfpM和服从帕累托

分布。假定企业生产率越高，则该企业的生产边际

成本越低，即∂ci/∂tfpi<0。在产品市场为垄断竞争的

情况下，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企业停止生产

的临界成本为 cd=pdmax，其中 pdmax代表商品的价格上

限。在上述条件下，可求得企业生产产品的最优价

格、最优数量和企业加成率分别为：pd(ci)=(cd+ci)/2、
qd(ci)=Ld(cd-ci)/2γ和 mkpd(ci)=(cd-ci)/2。其中，γ表示

每种差异化商品间的替代弹性，Ld是市场中的消费

者数量。此时，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C(qi)=ciqdi =
Ldci(cd-ci)/2γ。

当企业在生产中增加工业机器人要素的投入(lai)
时，其生产边际成本为 c'i(Wla，Wai，tfpi)=Wi/tfpi，其中

Wi=(Wlalla+ai)/(lla+lai)，代表增加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

后的平均要素使用成本。根据上文Wla≥Wai=1的条

件，显然 ci>c'i。为不失一般性，借鉴Gervais(2015)的
思路，假设企业为实现Δc∈(0，ci)单位生产边际成本

的降低，需要投入的工业机器人要素的固定成本为

Wailai=lai=β(Δc)2，β>0反映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成本

的曲率，并且企业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随生产边际

成本下降而递增。基于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带来的

生产边际成本和固定成本变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函

数为C(qi)=c'iqd'i =Ldc'i(cd-c'i)/2γ+lai。此时，企业所获得

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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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i(c'i)=L
d ( cd - c'i )2
4γ - β( Δc )2 (1)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πi(c'i)/∂Δc=0，可以得到，

均衡条件下企业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带来的企业边

际成本下降水平为：

Δc=L
d ( cd - ci )
4γβ - Ld =

( Wla - 1 ) lai
( lla + lai ) tfpi (2)

为使后续的分析有意义，假设4γβ-Ld>0。同时，

从式(2)可以看出，由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带来的边

际成本降低程度受到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量 lai等多

个因素的影响。

基于此，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后的企业加成率为：

mkpdi ( c'i )=c
d - c'
2

=( c
d - ci )( lla + lai ) tfpi + ( Wla - 1 ) lai

2 ( lla + lai ) tfpi (3)
已有研究往往采用企业加成率来度量企业市场

势力的大小(蒋冠宏，2021)，故式(3)反映了企业市场

势力会因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增加而产生变化。

当企业未投入工业机器人要素时，将前文的企

业生产数量和市场势力函数表达式代入企业一般劳

动力的劳动收入份额Slai 函数表达式中，可得：

Slai =Wlalla
pdi qdi =

Wlalla
pdi [ ]Ld ( cd - ci ) 2γ

= γWlalla
pdi Ld [ ]( cd - ci ) 2 =

γWlalla
Ldmkpdi pdi (4)

借鉴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的思路，消费者

数量(Ld)在一段时间内被认为较为稳定，且在短期

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因此，由式(4)可以看出，企业

一般劳动力收入份额(简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会受

到一般劳动力工资水平(Wla)、劳动力数量(lla)、企业产

品定价(pdi )和企业市场势力(mkpdi )共同影响。其中，

一般劳动力工资改善、劳动力数量增加、企业产品定

价降低会引起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而企业市场

势力的提高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本文聚焦工

业机器人应用如何通过企业市场势力影响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并围绕这一作用渠道展开分析。企业市

场势力的增强意味着该企业在市场中拥有更大的产

品定价权，可以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和市场份额，成

长为超级明星企业，并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单位

产值消耗的一般劳动要素数量，导致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下降(Autor et al.，2020)。
根据式(2)可以发现，工业机器人要素的投入会

引起一般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的变动，并且根据

企业产品价格和企业市场势力的表达式得出，工业

机器人要素投入所造成的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会带

来企业产品定价和市场势力的变化。进一步结合式

(4)，这些受到影响的变量也是决定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的重要因素，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一般

劳动力工资水平、劳动力数量、企业产品定价和企业

市场势力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从理论分析看，

一方面，工业机器人能够替代与其匹配程度较低的

低技能劳动者，抑制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

同时，工业机器人应用也有助于改善企业生产的产

品质量，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

业自身市场势力，结合式(4)的分析，这会导致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另一方面，工业机器人也创造

了与其相匹配的一些劳动力就业需求，尤其对技能

有严格要求的高质量就业岗位(Acemoglu and Restre⁃
po，2018)，改善企业一般劳动力的总体工资水平。不

仅如此，工业机器人应用也有助于增强各要素之间

的衔接配合，降低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使企业能够

通过降低产品价格“薄利多销”。同样结合式(4)得
出，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提升。

从中国国情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大幅

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阻碍了工业机器人技术替

代效应的有效发挥，从而弱化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

低技能劳动者工资议价能力的抑制作用。不仅如

此，现有研究基于中国微观劳动者数据发现，工业机

器人应用的创造效应较之于替代效应更为明显，总

体上有助于促进劳动力数量的提升(李磊等，2021)。
特别是，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有利于改善整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促进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并且，工业机器人的应

用可能会存在“新索洛悖论”现象，即工业机器人的

应用会受到人力资本、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地区禀

赋条件的制约(Brynjolfsson et al.，2017)。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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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需要为工业机器人技术发展配备大量高技

能劳动力的同时，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工业机器人

应用对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作用，削弱该作用渠道

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但从长期看，随

着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配套条件的成熟，工业

机器人应用不仅会导致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和工资水

平的下降，也会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增强企业市场

势力，不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

2.传导机制分析

(1)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结合

上述推导过程，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可以表达为：

∂Slai
∂lai =

∂Slai
∂Wla

× ∂Wla
∂lai +

∂Slai
∂lla ×

∂lla
∂lai +

∂Slai
∂pdi ×

∂pdi
∂lai +

∂Slai
∂mkpdi ×

∂mkpdi
∂lai

= γlla
Ldmkpdi pdi ×

∂Wla
∂lai +

γWla
Ldmkpdi pdi ×

∂lla
∂lai -

γWlalla
Ldmkpdi pd2i ×

∂pdi∂lai -
γWlalla
Ldmkpd2i pdi ×

∂mkpdi∂lai (5)
由式(5)可知，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一般劳动力

工资水平、劳动力数量、企业产品定价和企业市场势

力等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根据上文对

相关理论与中国国情的分析，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

现阶段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积极影响。基于

此，本文提出：

假说 1：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促进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的提升。

(2)基于超级明星企业视角的作用机制。根据式

(3)，企业市场势力取决于企业边际成本及其所在行

业的所有企业临界生产边际成本。因此，本文从以

下两方面考虑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企业市场势力影

响劳动收入份额。

一是当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所产生的影响并未

扩散至整个行业，即企业临界生产边际成本不变时，

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企业自身市场势力变动的表

达式为：

∂mkpdi
∂lai = ( Wla - 1 ) lla

2 ( lla + lai )2 tfpi > 0 (6)
由式(6)可得，根据前文Wla≥Wai=1这一条件，该

式的求导结果始终大于0，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企业

市场势力的提升，进一步结合式(4)发现(∂Slai /∂mkpdi )×
(∂mkpdi /∂lai)<0，即由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市场势力

提升作用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表明，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的增加

节约了劳动成本，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投入，有助

于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压缩其劳动收入份额。

二是当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所产生的影响扩散

至整个行业时，企业临界生产边际成本会发生相应

变化。根据前文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降低了企业

生产边际成本，使企业能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销售

产品。随着工业机器人应用企业的增多，越来越多

的企业加入价格竞争，根据 cd=pdmax这一利润最大化

条件，企业临界生产边际成本 cd最终会下降为 cd'，即
∂cd/∂lai<0，并且 cd>cd'，使得生产边际成本处于(cd'，cd)
范围内的部分未应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存在退出市

场的风险，因此，空出的市场份额将逐渐被应用工

业机器人的企业占领。当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所

产生的影响扩散至整个行业时，根据式(3)，工业机

器人应用带来的企业相对市场势力(mkprdi )变动的表

达式为：

∂mkpr di
∂lai = ( Wla - 1 ) lla

2 ( lla + lai )2 tfpi +
∂cd
∂lai

= ∂mkpdi∂lai + ∂cd∂lai
(7)

由式(7)可知，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相对市场

势力的总体影响程度，等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

自身市场势力的提升作用，与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

行业市场价格竞争程度带来的企业自身市场势力

的降低作用之和。但是结合现实看，现阶段中国应

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比例相对不高，由工业机器人

应用导致的行业市场价格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即

式 (7)中的∂cd/∂lai相对较小，并且企业是以盈利为目

的的经济主体，很少会通过过度的市场价格竞争扩

大市场份额，完全牺牲垄断租金收益，因此，工业机

器人应用在总体上会提高企业的相对市场势力，即

∂mkprdi /∂lai>0。
由此可见，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静态上有助于提

高企业自身市场势力，进而在动态上有助于增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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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市场中的相对市场势力。在这一过程中，企

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要素等资源将由未应用工业机

器人的企业逐渐向应用工业机器人的企业转移，导

致资源在行业市场中不同企业间的再配置，为其成

长为超级明星企业、获得垄断利润能力提供必备条

件，形成“超级明星效应”，造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Autor et al.，2020)。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2：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自身

市场势力和相对市场势力，是“超级明星效应”形成

的重要原因，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整个

行业产生影响的过程，也是该技术在越来越多的企

业普及应用的过程，而现实中，超级明星企业往往凭

借其资金、规模等综合优势最先应用工业机器人等

新技术 (Autor et al.，2020；Babina et al.，2024)。由式

(6)、式(7)可知，超级明星企业投入工业机器人要素后

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强行业市场竞争力，通过“竞

争效应”挤压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巩固并扩

大市场势力，强化自身的“超级明星效应”，加剧劳动

收入份额的降低。同时，中小企业一般会向投资绩

效表现好的同行业大企业学习(杨海生等，2020)，在
规模较大的超级明星企业依靠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

最早获取收益后，非超级明星企业受到超级明星企

业“示范效应”的影响，也会选择在生产过程中投入

工业机器人要素，此时非超级明星企业也会因应用

工业机器人而获取更多的市场势力收益，这成为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新缘由。因此，工业机器人

应用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将是决定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的双重原因，而“竞争效应”和“示范效

应”的强弱体现在超级明星企业和受引导的非超级

明星企业在应用工业机器人后获得的市场势力收益

大小。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将企业自身市场势

力对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进行二次求导，可得：

∂2mkpdi
∂l2ai = - ( Wla - 1 ) lla

( lla + lai )3 tfpi < 0 (8)
由式(8)可知，随着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的增加，

企业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获得的市场势力收益逐渐

变小。当每单位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产生的成本等

于由此获得的市场势力收益时，企业通过应用工业

机器人获得市场势力收益达到最大化。然而现实

中，企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

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

结合现实看，一方面，当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不

足以达到最优投入量时，企业无法获取继续增加工

业机器人要素投入后所带来的市场势力收益，导致

整体市场势力收益的损失。处于该种情况的企业，

一般是资金实力相对较弱的非超级明星企业，无法

获得充足的资金来购买足够的工业机器人要素，从

而不能获取最大化的市场势力收益。另一方面，当

工业机器人要素投入超过最优投入量时，同样会带

来整体市场势力收益的损失。Acemoglu and Restre⁃
po(2018)认为，政府补贴和劳动力市场摩擦是导致工

业机器人要素过度投入的主要原因。由于超级明星

企业和非超级明星企业面对同样的劳动力市场状

况，那么政府补贴将成为企业是否过度投入工业机

器人要素的决定性因素。根据王永进等(2017)，由于

规模较大的超级明星企业监管成本较低，在经济刺

激政策下能够在短期内快速组织生产，中国地方政

府因发展所需，会给超级明星企业提供一定的补贴

措施，引致其工业机器人要素的投入超过最优投入

量，反而造成企业市场势力收益的减少。

可以看出，超级明星企业和非超级明星企业通

过投入工业机器人要素获得市场势力收益的大小，

受到其所掌握资金的充裕程度和政府干预等现实因

素的总体影响，即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竞争效应”和

“示范效应”孰大孰小不确定。据此，本文提出：

假说 3：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竞争效应”在造成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同时，其“示范效应”成为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新原因。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 2000-2015年中国工

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借鉴Ace⁃
moglu et al.(2020)、李磊等(2021)的思路，采用企业工

业机器人进口数度量工业机器人应用水平。按照中

国海关数据库进口数据中工业机器人产品的HS8位
编码，并通过企业名称、电话号码和邮编将其与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匹配，得到 5659家企业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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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进口记录②。其次，剔除“应付职工薪酬”

“产品销售收入”等核心变量数据缺失的记录③。最

后，将上述记录进行整理，并对企业层面变量进行

1%和 99%分位的缩尾处理，最终获得 754620家企

业的 3176994条观测值，其中包含 2884家应用工业

机器人企业和751736家未应用企业。

2.核心变量测算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V)。借鉴文雁兵和陆雪

琴(2018)的做法，使用企业劳动报酬占企业收入法计

算所得增加值的比重度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V)，
计算方法为工资总额/(工资总额+营业利润+折旧+利
息+间接税)。同时，本文还参考Autor et al.(2020)的
方法，使用企业劳动报酬与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之比

度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R)进行稳健性检验。

工业机器人应用(Robot)。由于中国绝大部分的

工业机器人依赖于进口，借鉴Acemoglu et al.(2020)、
李磊等(2021)的做法，采用企业工业机器人累计进口

金额加1并取对数作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代理变量，

并以此反映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水平。④

超级明星企业(Star)。超级明星企业主要体现为

其产品销售额在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Autor
et al.，2020；Stiebale et al.，2020)，因此，本文借鉴 Stie⁃
bale et al.(2020)的思路，将每年 4位码行业销售市场

份额位于前 10%的企业识别为超级明星企业，并据

此构建是否为超级明星企业的二值虚拟变量。通过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统计发现，市场份额位于行业前

10%的超级明星企业在行业内所占的总市场份额平

均高达 52.4%，这也表明 10%的分解点恰好是超级

明星企业发挥主导地位的分界点，与中国的现实有

着较好的吻合性。

3.模型选择

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工业机器人应

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LSV(LSR)it=a+a0Robotit+Controlit+μi+vt+εit (9)
其中，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LSVit和 LSRit为被

解释变量，Robotit为核心解释变量；Controlit代表控制

变量集，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资产贡献率、企业资本

劳动比、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和企业性质；μi为企业

固定效应，v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⑤

四、实证检验

1.基准回归

表1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

加入控制变量，抑或被解释变量采用 LSV或 LSR度

量方式，Robot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

已有文献发现工业机器人作为前沿生产技术，能够

替代效率较低的劳动者，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

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企业市场势力，使市场份额

逐渐集中于少数超级明星企业，降低了劳动收入份

额；但是，工业机器人主要增加了对与其相匹配的高

技能劳动者以及互补性较强的低技能劳动者的需

求，甚至高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要素的替代作

用，提高了企业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并且，工业机器

人应用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企业以“薄利

多销”的方式拓展市场，客观上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甚至超过市场势力提升作用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负向影响。⑥整体看，工业机器人应用有助于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Robot
控制变量

企业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N
Adj. R2

LSV
(1)

0.0087***
(0.0003)

否

是

是

2545491
0.5707

(2)
0.0061***
(0.0003)

是

是

是

2300070
0.6510

LSR
(3)

0.0018***
(0.0001)

否

是

是

3022223
0.6637

(4)
0.0010***
(0.0001)

是

是

是

2450896
0.6868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后文的实证检验若无特别说明，均加入了控
制变量、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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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改善一般劳动要素在初

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来说呈现出“利好”态势，至此

假说1得证。

2.内生性处理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意味着劳动雇佣成本

占比变大，这会增强企业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降低

劳动雇佣成本的意愿，由此带来的逆向因果关系会

引发内生性问题，有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出现偏误。

为此，本文以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借

鉴Artuc et al.(2023)的思路，构建职位可替代性指标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IV。⑦表 2第(1)—(3)
列回归结果显示，职位可替代性与工业机器人应用

正相关，且 F值远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在此基础上，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

影响显著为正，结果稳健。此外，本文还采用异方差

工具变量法，以确保所选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条件，

回归结果如第(4)、(5)列所示，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

同时，为了证明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本文采

用两种方法检验该工具变量是否满足排他性要求：

①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与工具变量和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相关的控制变量，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工具变量通

过其他路径影响结果变量的可能；②对工具变量进

行证伪测试，从侧面证明所选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上述两种检验方法均支持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约束

的要求。⑧

3.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⑨：①更换核心变

量。以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与否的二值虚拟变量、

根据 IFR数据构建的企业工业机器人渗透度作为工

业机器人应用变量的代理变量；借鉴白重恩等

(2008)，剔除间接税因素重新计算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②控制多维固定效应。进一步控制省份—年份

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以缓解实证检验存在的

虚假关联。③考虑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参照李磊等

(2021)的思路，剔除工业机器人制造商样本，以解决

因未区分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目的导致的样本选择

偏误问题。④考虑样本自选择效应。通过剔除应用

工业机器人最多的四个行业、使用邻近倾向得分匹

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可观测因素和不可观测

因素带来的自选择效应。⑤进行分位数回归。据此

可以证明基准结论在不同分位数上均有所体现，以

排除极端值样本的影响。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符

合预期，说明本文所得结论稳健。

4.异质性分析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

究竟能发挥到什么程度，不仅与政策环境有关，也与

所在地区以及行业特性有关。⑩

(1)企业异质性。根据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18)的研究，工业机器人技术在企业的普及应用很

大程度上会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而政府对企业的

干预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大力支持国有企业对经济的

控制力和通过政府补贴引导企业发展方向。基于

此，本文分别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与企业性质(SOE)、
政府补贴(Subsidy)的交互项 IV×SOE和 IV×Subsidy，
以考察企业异质性下的结果差异。回归结果表明，

IV×SOE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这可

能是因为，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更加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促使其与非国有企业在配置工业机器人要素和劳动

要素的决策行为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而使工

业机器人应用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

升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本文的回归结果也

表2 工具变量法分析结果

IV
LM值

F值
N

工具变量法

(1)
Robot

0.0229***
(0.0008)
1187.332
4622.941
1865834

(2)
LSV

0.0759***
(0.0055)

1865834

(3)
LSR

0.0031*
(0.0018)
1306.877
5139.724
1987571

异方差工具变量法

(4)
LSV

0.0162***
(0.0005)
2368.005
350000
1996535

(5)
LSR

0.0030***
(0.0002)
2571.258
36000
2116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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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IV×Subsidy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显著

为正。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企业资

金持有量，提高企业内源融资能力，雇佣与工业机器

人互补性更高的劳动者，并且政府出于追求稳就业

的目标，也会通过政府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对劳动者

的雇佣，有助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2)地区异质性。根据Brynjolfsson et al.(2017)的
研究，人力资本、配套基础设施等地区禀赋条件是影

响工业机器人技术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在本文

中，人力资本(Hr)采用各城市中在校大学生人数与年

末人口数的比值度量；配套基础设施(Smc)采用智慧

城市建设虚拟变量度量，即该市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智慧城市建设名单，赋值

为 1，否则为 0。在此基础上分别构建交互项 IV×Hr
和 IV×Smc，以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作用的强弱是否存在地区禀赋条件异质

性。回归结果发现，IV×Hr和 IV×Smc对企业劳动收

入份额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

高级人力资本积累和配套基础设施改善，能够助力

工业机器人的有效应用，加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工

资提升作用，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改善幅度更大。

(3)行业异质性。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明显的行

业偏向性，只有行业工业机器人要素积累到一定水

平才能突破“新索洛悖论”现象，并对劳动收入份额

产生显著作用(Brynjolfsson et al.，2017)。行业工业机

器人渗透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回归系数

显著为正的行业明显多于显著为负的行业，并且这

些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的行业主要是中、高工业机器

人渗透度行业，工业机器人技术较为成熟，有助于更

好地发挥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另一

方面，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行业在中、低工业机器人

渗透度的行业中均有体现，并且这些行业主要是高

耗能、重复性强的产业，工作条件相对恶劣，企业应

用工业机器人对这些行业中的岗位替代特点可能主

要表现为“补位式替代”，不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的提升。

五、基于超级明星企业视角的作用机制

前文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主要通过促进

劳动力就业、改善劳动者工资以及降低企业产品定

价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然而，随着工业机器人技术

的发展和普及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将处于

易被替代的范围，导致劳动者的整体工资议价能力

越来越低，甚至出现劳动者工资停止增长的情况，这

一点已经在美国得到证实 (Acemoglu and Restrepo，
2022)。从长期看，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作用不可持续。与此同时，以工业机器人

为代表的新技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日益受

到关注。Autor et al.(2020)研究发现，由新技术应用

引起的市场份额向少数超级明星企业集中带来的

“超级明星效应”，是美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

主导因素。由此可见，工业机器人技术作为前沿科

技，会显著促进企业在行业中的市场势力增加，在

“超级明星效应”的形成与强化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可能成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日益明

显的“隐忧”，甚至在未来会扭转工业机器人应用对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提升效应。因此，本文基

于超级明星企业视角，讨论中国工业机器人应用是

否会形成“超级明星效应”，以及探讨其内在规律。

1.工业机器人与超级明星企业诞生

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工业机器人应用在静态

上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市场势力，进而在动态上有

助于增强其在行业市场中的相对市场势力，促进企

业成长为超级明星企业，形成“超级明星效应”。在

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时，本文将职位可替代性作为工

具变量(IV)，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1)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否会促进“超级明星企业”

诞生。为了检验工业机器人应用是否会促进超级明

星企业诞生，并形成“超级明星效应”，本文将式(9)的
被解释变量更改为是否为超级明星企业的二值虚拟

变量(Star)。表 3第(1)列的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

用能够促进企业成长为超级明星企业，表明应用工

业机器人能够改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其市场竞争

力，使企业脱颖而出成为超级明星企业。在企业规

模不断壮大成为超级明星企业或者维持超级明星企

业地位的过程中，会占有更多的行业市场份额，而少

数超级明星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会造成劳动收

入份额的下降，形成“超级明星效应”。因此，工业机

器人应用是“超级明星效应”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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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看甚至可能成为劳动收入份额由上升转为下降

的“隐忧”。

(2)“超级明星企业”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在考察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超级明星企业诞生的静态与动

态形成机制时，参考王永进等(2017)的做法，构建企

业自身市场势力指标(Lerner)；对于企业在行业市场

竞争中形成的相对市场势力指标(RLerner)，采用单

个企业的市场势力减去同行业内企业以销售额加权

的市场势力平均值度量。同时，本文分别以就业人

数加权和总资产加权重新构建企业相对市场势力指

标(RLernerl和 RLernerf)，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值得

注意的是，企业市场势力指标用于测度企业在行业

市场的垄断能力，代表某一企业相对于行业内其他

企业的竞争力(王永进等，2017)，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该企业与其他企业间的市场竞争状况。

表 3第(2)列反映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超级明

星企业形成的静态表现。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

用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自身市场势力。第(3)—(5)列反

映了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超级明星企业形成的动态

表现。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相对市场

势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一正向作用不仅在滞后 1—
4期后仍较为显著，而且在改变指标计算权重后同样

显著，说明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在静态上有助于增

强自身市场势力，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从而在动态上

对行业内其他企业形成相对市场势力优势。这一相

对市场势力优势具有长期性，使得原有的超级明星

企业垄断地位更加稳固的同时，会推动部分普通企

业的规模逐步扩大，长期看甚至会成长为新的超级

明星企业，成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增强的“隐

忧”，假说 2得证。此外，该结论与现实状况相吻合。

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的生产率指标发现，

应用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整体平均生产率为 1.77，高
于未应用工业机器人企业(1.71)，这从侧面表明工业

机器人应用能够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有助于企业市

场势力的扩张，促进“超级明星效应”形成与强化。

2.“超级明星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

在规律

根据理论模型，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竞争效应”

和“示范效应”，是“超级明星效应”造成劳动收入份

额下降的原因。其中，考察“示范效应”涉及的超级

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对行业内非超级明星企业

的溢出效应指标 (Horiz)，本文借鉴 Acemoglu et al.
(2020)的思路构建。同时，为了对此理论假说做出验

证，本文也分析了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

“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

表4的回归结果反映了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竞争

效应”和“示范效应”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其中，第(1)、(2)列为剔除应用工业机器人的非超级明

星企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表明与未应用工业机器

人企业相比，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显著提

高了其在行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有助于企业市场势

力的增强，并通过“竞争效应”强化了“超级明星效

应”。第(3)列回归结果发现，市场势力的增强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竞争效

表3 “超级明星效应”的静态与动态表现

IV
L1. IV
L2. IV
L3. IV
L4. IV
N

“超级明星效应”

(1)
Star

0.0337***
(0.0076)

1987571

静态表现

(2)
Lerner

0.0292***
(0.0086)

1603056

动态表现

(3)
RLerner
0.1282***
(0.0100)
0.1075***
(0.0103)
0.1021***
(0.0117)
0.1228***
(0.0152)
0.1175***
(0.0173)
1603056

(4)
RLernerl
0.0449***
(0.0087)
0.0578***
(0.0093)
0.0718***
(0.0110)
0.1104***
(0.0148)
0.1089***
(0.0170)
1603056

(5)
RLernerf
0.0703***
(0.0090)
0.0789***
(0.0097)
0.0838***
(0.0112)
0.1097***
(0.0147)
0.1254***
(0.0176)
1603056

注：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相对市场势力影响的滞后1—4期结果合并至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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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会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第(4)—(6)
列为剔除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超级明星企业样本后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

引导了行业内非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并

且这一引导行为同样能够显著提高其在行业市场中

的竞争力，促进企业市场势力的增长，说明超级明星

企业发挥了“示范效应”。其背后的逻辑是，工业机

器人作为前沿生产技术，与劳动者的协同性能够提

升各要素之间的衔接程度，改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

质 (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那些凭借自身优

势最先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的超级明星企业将

在市场竞争中领先(Autor et al.，2020)，并通过“竞争

效应”扩大其在行业中的市场势力，持续推动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同时，现有研究发现，大企业往往会最

先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进行投资，而小企业则会向投

资绩效表现好的同行业大企业学习 (杨海生等，

2020)。因此，部分非超级明星企业也会在“示范效

应”的影响下增加其工业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投资，以

期扩大自身在行业市场中的市场势力，这成为劳动

收入份额下降的新途径。

表 4第(7)列进一步检验了“竞争效应”和“示范

效应”带来市场势力增幅的相对大小。本文定义非

超级明星企业虚拟变量(Nstar)，若是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然后观察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IV×
NStar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非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

业机器人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势力增幅，超级明星企

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示范效应”使超级明星企业在

市场竞争中倍感压力。上述结论同样符合现实，根

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超

级明星企业平均生产率为 1.75，低于应用工业机器

人的非超级明星企业(1.79)，两者均高于未应用工业

机器人企业(1.71)，反映了非超级明星企业通过使用

工业机器人获得了更高的生产率提升。背后的原因

可能是，超级明星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容易满

足现状(王永进等，2017)，而得到政策支持程度较低

的非超级明星企业，不仅更有动力充分利用工业机

器人等新技术，而且具有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的“后

发优势”，使得工业机器人在生产中的应用发挥出更

好的作用，有可能逐渐接力超级明星企业，日益成为

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4 “超级明星效应”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规律

IV
Lerner
Horiz
N

IV
IV×Horiz
NStar

IV×NStar
IV_Industry

N

(1)
Ms

0.5144***
(0.1135)

1980793
(5)
Ms

0.1054**
(0.0466)

1982145

(6)
Lerner

0.0257***
(0.0094)

1599281

(2)
Lerner

0.0440***
(0.0141)

1598964
(7)

Lerner
-0.0028
(0.0058)

-0.0568***
(0.0013)
0.0647***
(0.0080)

1603056

(3)
LSV

0.0883***
(0.0084)
-0.0524***
(0.0010)

1509641
(8)

CRStar

-0.0129***
(0.0048)
5063

(4)
Robot

0.0095**
(0.0044)
2444463

(9)
CRRobot

0.0120***
(0.0029)
5063

注：由于第(8)、(9)列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回归，因此，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而未加入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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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8)、(9)列回归结果显示，行业工业机器人

应用(IV_Industry)显著降低了未应用工业机器人超

级明星企业的整体市场份额(CRStar)，但显著提高了

应用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整体市场份额(CRRobot)，表
明应用工业机器人的非超级明星企业在行业市场中

的市场势力扩张后主要获取了未应用工业机器人的

超级明星企业市场份额，对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超级

明星企业的竞争压力较小，超级明星企业仍可通过

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竞争效应”巩固“超级明星效

应”，持续成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增强的主

要原因。但与此同时，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

人的“示范效应”对其“竞争效应”产生有限的负面影

响，主要挤压了未应用工业机器人超级明星企业的

市场份额，逐渐成为推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

势增强的新原因。至此，假说3得证。

为了更具体地呈现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

人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再次根据中国

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企业生产率(TFP)和市场势力

(Lerner)指标，从侧面予以印证。由图 1可以发现，对

于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超级明星企业与非超级明星企

业而言，其平均市场势力整体上均呈上升趋势，但是

前者的市场势力始终大于后者，表明工业机器人应

用有利于企业市场势力的增长，且应用工业机器人

的超级明星企业可能通过“竞争效应”强化其“超级

明星效应”，成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增强的主导

因素。与此同时，对于应用工业机器人的非超级明

星企业而言，其平均市场势力虽然在 2000年大幅落

后于应用工业机器人的超级明星企业，但是两者之

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表明非超级明星企业通过应用

工业机器人所获得的市场势力收益更大，甚至有赶

超超级明星企业的趋势，进而发挥“超级明星效应”。

正如实证检验所表明的，这可能是由于应用工业机

器人的超级明星企业通过“示范效应”引导工业机器

人在非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并且非超级明星企业应

用工业机器人带来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对更快，这

一点通过对比二者的生产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由

此可见，本文所得结论得到了现实数据较好支撑。

六、进一步分析

前文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是“超级明星效应”

形成的重要原因，而“超级明星效应”会增强劳动收

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带来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

“隐忧”，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利于体现初次收入

分配的公平性。针对这一现象应理性看待。一方

面，与欧美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仍相对

较低，因此，应采取一定措施阻止劳动收入份额下

降，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根据以往文

献发现，少数企业市场势力过大使其在劳动力市场

中对劳动者工资的定价能力更强，为获得更丰厚的

垄断利润打压企业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文雁兵

和陆雪琴，2018)，导致劳动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

处于劣势。对此应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干预。另一方

面，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在注重初次收入分配公平

性的同时，尽量不损伤企业的生产效率。虽然促进

市场充分竞争被认为是实现帕累托改进的重要途

径，但也有研究表明，允许企业市场份额保持在合理

水平可以发挥规模经济，即企业的垄断行为在一定程

图1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超级明星效应”形成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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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会增进“效率”，实现帕累托改进(王贵东，2017)。
本着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本文考察 2008年

国家实施的《反垄断法》这一代表性规制措施的效果，

判断其能否缓解由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带来的“隐

忧”，该法律旨在限制以头部超级明星企业为代表的垄

断企业市场势力的过度扩张。借鉴Autor et al.(2020)、
余明桂等(2021)的思路，若企业在 2003-2007年的行

业市场份额均排名前 4，则定义该企业为头部超级明

星企业，并将之作为处理组，否则作为对照组；在此

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反垄断法》实施(DID)
的影响。在进行检验时，劳动力工资指标(Wage)采
用工资总额与就业人数之比并取对数度量。

表 5第(1)、(2)列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为被解释

变量，结果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且通过了平行趋势假定。第(3)列结

果表明，《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阻碍了头部超级明

星企业市场势力的增长，有助于初次收入分配向更

公平的方向发展。这一结论在第(4)列中也得到证

实，即《反垄断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者工

资的提高。究其原因，企业市场势力得到抑制意味

着头部超级明星企业对劳动者工资的定价能力被削

弱，劳动者在工资谈判过程中的工资议价能力得以

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由此可见，削弱头部

超级明星企业的市场势力，让市场保持更加充分的

竞争，是维护初次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实现了维护

“公平”的政策初衷。然而，从第(5)列的结果可以看

出，《反垄断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追

求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水平，王贵东(2017)、余明桂等

(2021)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该结论。可能

的原因在于，对头部超级明星企业市场势力进行规

制，意味着其可能无法通过并购、重组等外部扩张方

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发挥头部超级明星企

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会降低企业生产效率。

在判断《反垄断法》的实施总体上有利于改善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基础上，进一步检验在《反垄断

法》实施的前提下，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的提升作用是否会增强。表 5第(6)列的结果显

示，《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起到显著的增强作用。

不仅如此，第(7)列的结果也发现，《反垄断法》的实施

未能削弱头部超级明星企业因应用工业机器人而增

强的市场势力。这一结论背后的逻辑是，《反垄断法》

的实施虽然会在整体上抑制头部超级明星企业的市

场势力扩张，有助于改善劳动收入份额，但主要是针

对通过政策扶持得到的行政市场势力扩张(王彦超和

蒋亚含，2020)，对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获取的市场势

力扩张并无明显影响，不能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

的“隐忧”。这一点与《反垄断法》的内容并行不悖。

《反垄断法》第五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

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

场竞争能力。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提高生产效率，促

进企业市场势力的提升，使市场份额向行业中头部超

级明星企业集中，显然属于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行为，

并未触及《反垄断法》的实施条件。因此，《反垄断

法》的实施无法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隐忧”。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采用 2000-2015年中国企业层面的数据，

表5 《反垄断法》的规制效果

DID
Pre3
Pre2
Robot

Robot×DID
N

Adj. R2

(1)
LSV

0.0698***
(0.0049)

2230899
0.6526

(2)
LSV

-0.0099
(0.0060)
-0.0046
(0.0072)

2230899
0.6526

(3)
Lerner

-0.0218***
(0.0076)

1929200
0.4868

(4)
Wage

0.3215***
(0.0189)

2376479
0.6501

(5)
TFP

-0.0102*
(0.0059)

1928666
0.4973

(6)
LSV

0.0629***
(0.0052)

0.0058***
(0.0003)
0.0011
(0.0012)
2230899
0.6527

(7)
Lerner

-0.0220***
(0.0080)

0.0018***
(0.0004)
-0.0007
(0.0019)
1929200
0.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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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超级明星企业视角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形成

机制和相应产业政策的损益。研究结果发现，工业

机器人应用整体上有利于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对改善要素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出“利好”趋势。异质

性考察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带来的企业劳动收入

份额提升作用在政府补贴较多的企业、人力资本水

平较高和配套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以及工业机

器人渗透度较强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基于超级

明星企业视角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

用提升了企业自身市场势力及其相对市场势力，促

进“超级明星效应”的形成，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趋势增强的“隐忧”日益凸显；对“隐忧”形成的深层

次原因探讨得出，超级明星企业主要是通过“竞争效

应”和“示范效应”发挥影响力，且“竞争效应”成为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因，但“示范效应”日益成

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新原因。进一步分析显示，

反垄断政策能够抑制头部超级明星企业的市场势

力，通过改善劳动者工资水平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但是会以损害生产率为代价，同时该政策不适用

于由工业机器人应用导致的头部超级明星企业市场

势力扩张问题，超级明星企业通过“竞争效应”和“示

范效应”抑制劳动收入份额的“隐忧”依然存在。基

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1)工业机器人在整体上表现为“利好”，暂时未

表现出“补位式”替代劳动要素的特征，并且在不同

企业、地区和行业中差异明显。因此，目前看，适当加

快推动工业机器人技术在企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可

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劳

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的现象。同时，在推动工业机器

人的普及应用过程中，应充分依据企业、行业和地区

的具体情况精准施策，在劳动收入份额较高和政府

补贴力度较大企业、人力资本充足与配套基础设施

完善的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度较高的行业要优先

考虑，更好地发挥工业机器人技术带来的红利。

(2)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促进超级明星企业的诞

生，是“超级明星效应”形成的重要推手，导致企业劳

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增强。这意味着，一方面，要支

持企业依法通过应用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扩张其市

场势力，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

面，要利用税收、融资等企业间收入再分配经济手段

加强对未应用工业机器人企业的支持，防止未来因

工业机器人资本的投入形成甚至强化“超级明星效

应”现象，从而缓解应用工业机器人企业的垄断定价

能力的负面影响和增强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使

要素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

(3)超级明星企业应用工业机器人的“竞争效应”

大于“示范效应”，是“超级明星效应”强化并进而导

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增强的主因。针对这

一现状，政府应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将工

业机器人引入生产中，为其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政

策与相应的基础设施配套，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延缓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趋势。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工业

机器人对劳动要素的过度替代，通过劳动、资本税收

制度改革加大要素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推动各

要素收入的公平合理分配。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①使用进口工业

机器人数据作为工业机器人应用的代理变量，没有

同时考虑企业在国内购买工业机器人和“买而不用”

等情形；②随着工业机器人近十年来的快速普及与

应用，“超级明星效应”有可能出现新趋势，有待进一

步追踪与考察。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注释：

①消费者角度的公式推导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

(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②工业机器人产品识别的HS8位编码参见《中国工业经

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③例如，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09-2010年“应付

职工薪酬”变量数据缺失，故借鉴余淼杰等(2018)的思路，剔除

2009-2010年数据。

④以进口工业机器人作为工业机器人应用代理变量的原

因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⑤控制变量构建及其描述性统计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

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⑥根据假说 1，本文实证检验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影响企业

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结果与文中对基准回归结果的解

释保持一致。详细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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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⑦工具变量构建过程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
nal.ajcass.com)附件。并且，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后文的稳健

性检验、异质性检验和作用机制部分均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

弱工具变量检验均显著通过。

⑧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

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⑨稳健性检验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
ajcass.com)附件。

⑩异质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
journal.ajcass.com)附件。

借鉴 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余淼杰等 (2018)
的思路计算得到。

变量Horiz的构建和捕捉“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的

思路参见《中国工业经济》网站(ciejournal.ajcass.com)附件。

行业市场竞争力(Ms)采用企业相对市场份额，即企业

市场份额与其所在行业的平均企业市场份额之比度量。

在实证检验时剔除行业中企业数量小于 100的企业样

本，以保证头部超级明星企业规模位于超级明星企业的前1/2，
突出头部超级明星企业在行业市场中的重要性和《反垄断法》

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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